
多年来，余子游会在通识科上教授六四事件，并会在课上播放教协准备的教学短片《“六四”是怎样一回事？》。 2020年，港区国安
法在港实施，通识科亦遭“杀科”，余子游在公民科上失去了讲述六四的空间，学校亦自此取消了一系列六四悼念活动。摄：Nasha

Chan/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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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新校园︰学生、家长、老师，他们竭力撑开爱国围墙的夹缝

公民科老师余子游的两个孩子，每天都自动自觉在电视旁唱中国国歌。“你可以守护到你的学生，那你守护到自己
的小朋友吗？”

香港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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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记者突然递上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公民科）的样本试卷，中四的Emma（化名）口里不断呢喃着“死

啦！我未温这课书。”但多年来的考试操练，使他本能地前后翻动试卷，目光迅速横扫提供的资料，准备在

时限内疾笔书写。

这次，他却踌躇良久，光瞪住有关《香港国安法》的题目——“就培养香港青少年的国家观念，学校教育有

多重要？”一直没法下笔。看到参考答案上一系列字眼，“有助学生认识国家”、“了解国情”、“培养学生的

国家安全观念”，他放下了笔，低声说︰“其实公民科从来没打算训练你思考，只想教你如何不要踩到（政

治）红线，提示你要如何在香港生存。”


2020年7月，港区国安法正式在港实施。同年11月，教育局亦宣布改革通识科，以公民科取而代之，课程

更着重于香港及中国的发展。筹备仅9个月，公民科便正式于去年9月在中四级推行。


不仅试卷使学生却步，公民科的课本内容亦备受争议。有4本样本书上清楚指出“香港不是殖民地”，部分书

本亦指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涉及“恐怖活动”，或有“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市民质疑课本内容不够

持平。

越来越多政治议题被标签为“具争议性”、“敏感”，各大院校因而亲手筑起围墙，避免校园被“政治入侵”。

面对新时代降临，学生、教师、家长一直努力在围墙上的夹缝挣扎求存，让下一代能够窥探围墙外的世

界，细看围墙外的另一套“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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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上公民课时，Emma观察到老师授课时的用词非常小心，会说中国现时有甚么“忧虑”，而不是中国现有的“劣势”。相比以往通识
课，老师更加谨言慎行。摄：Nasha Chan/端传媒

“多温和的行动也是不可接受” 


自2009年，香港教育推行三三四新高中课程，通识科随即被列为四大必修课目之一。通识科原有6大单

元，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以及“能源科技与环

境”。考评局指，通识科“旨在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联系各科的知识，能从多角度研习不同的课题，从而

建构与他们所身处的现今世界直接相关的个人知识。”


Emma在小学时曾参与有关通识科的校际比赛，便对通识产生了兴趣。但初中的通识科与她的期望有落

差，因应课时、考试导向的制度，课上很少深入地讨论时下社会议题，往往流于教授理论。

但是，“落差一定不及公民科大。”Emma说。


2021年，公民科正式取代通识科，缩窄了原有课程的涵盖范围，变成三大主题，包括“‘一国两制’下的香

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以及“互联相依的当化世界”。专题研习上，公民科会删减原有的独立专题研

习（IES），并新增不计分的中国大陆考察。教育局将提供考察团供学校报名，学生亦需以个人名义递交研

习报告。教育局希望中国大陆考察能使学生“了解两地的发展机遇及挑战”，“并思考如何贡献国家和香

港”。评分模式上，公民科会由原来的7个评级，二分为“达标”与“不达标”；新科亦只设“资料回应题”一

卷，不设“延伸回应题”。


Emma认为，通识科中有两大主题是不可或缺的——“全球化”以及“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她指现时大环

境趋向全球化，“是中学生建立世界观很重要的第一步。”特别是通识科的目标是要训练学生批判思考，全

球化正能令学生建立宏观的视野。而且，她一直想研究“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中着重教授的心理学理论，

特别是需求层次，“清晰理解到自己真正所需，才更通透地选择如何成长。”她却在公民科却难以涉猎有关

范畴。

难以在课上满足求知欲，Emma便转向参与时事学会，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论政。她每星期会和干事们开会

讨论时事论坛的题目。校方较少规限学会的运作，因此干事们谈及到较为政治敏感的话题时，例如李家超

上任，亦不怕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意见，“私下开会可以畅所欲言。”她笑说。



“国民身份认同不是被教出来的。”Emma认为若然学生真的欣赏国家、爱国家，自然会有国民身份认同。但她指现时公社科培训学生
把中国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是“反其道而行”。摄：Nasha Chan/端传媒

论坛中，不同班别的同学饰演各持份者，例如跨国企业、中小企、市民等，让同学持平地讨论时事议题。

包括争议度较高的疫苗通行证及通识科改革，去稍微填补公民科的不足。“最近的行政长官选举及就职，在

公民科亦只字不提”，她难免感荒谬。

Emma却对时事学会的未来不乐观。迎新活动的一件小事，让她预视到学会亦将处处受限。当时Emma与

干事在学会的迎新摊位桌上，放上《毛泽东语录》，并在竹架上挂上国旗，单纯想突出一点吸引同学加

入。她以为反讽的行为，不过是个温和的玩笑，但却有教师劝阻说：“你们不要太多明显的动作，自己小

心。”

她心里知道若然立场不同，多温和的行动也是不可接受。预视到未来学会能发挥的空间将被扼杀，她摇摇

头，无法回应。

守护别人的孩子，自家孩子却在唱中国国歌 


新科突袭，通识科老师更是猝不及防。42岁的余子游（化名）当初经历了新高中学制改革的讨论。原为记



者的他认为，通识科课程能让学生多关心社会，而自己亦有能力以多角度分析各项社会议题，便毅然踏上

教育之路。一走便是12年。

以往在课上讨论到政治议题，他从没要求自己或学生要中立，他看重的是持平——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各方

面的资讯，让学生清楚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若学生觉得政府做得不对，我就补充政府的顾虑；倒过来，

如果同学认为某些政策好，我便指出政策背后的不足。”让学生的视野更广，思考得更全面，才是他的原

则。

由他当记者，到现在为人师表，他也很强调“中立只是回避问题的掩饰。”他认为学生全面地认识一个议题

后，选择各自的立场是正常不过的事。他认为老师的专业，是把事情的全相呈现在学生眼前，让他们有充

足的资讯去做决定，甚或选择政治立场。

公民科课本《“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以图表展示出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观。摄：Nasha Chan/端传媒

社会运动并没有改变他教学的宗旨，却间接成为通识科被“杀科”的理由。任内推行通识教育的首任行政长

官董建华，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表示通识科是导致香港青年“出问题”的主因，认为通识教育完全失败。

而前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亦表示通识科“既无课程框架，亦无一些经审批的教科书，全部都是交予课堂，老

师如何教授学生学习，是不稳妥”，更批通识“第一天已经出现了问题”，令学生凡事反对。



如 教授 是 妥 更批 识 令

余子游认为若担心老师公器私用，借通识科灌输学生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其实放诸各科皆可——每科老

师都带着自己的一套价值教学。只不过通识科讨论的议题贴近时事，相对“敏感”，“（社会运动后）当一定

要找人‘祭旗’（找代罪羔羊），便找通识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无奈道。

最令余子游吃力的，是评估和判断在公民科上拿捏甚么应该讲，甚么不能讲。他教授公民科中有关“脱贫”

的课题时，发现课程上提供了数十个例子佐证。但基于课时不足，无法在课堂内把例子逐一阐述，他便向

教育局查询老师该如何处理。教育局回复指，教师毋须教授全部例子，可因应教学需要作判断。

余子游立即回想起教育局在2022年6月的公民科分享会中批评，公民科老师因不想说错香港国安法的内

容，选择播片带过，属“态度轻佻”；亦指不应“照读”教学简报，要有丰富的演释。“教育局的说法是相信老

师的专业。但相信老师专业同时，又会质疑老师的专业。是很矛盾的一点。”

一众教师无可适从，老师、图书馆管理员遂自我审查，更有学校图书馆筛走数百本疑为“敏感”的书籍，只

为避开校园中的政治红线。

站在课室中，余子游没有想太多，“我就只看对不对得住学生”。讲述“国家成就”主题时，会讨论到中国脱

贫的议题，他会加插学生有需要知道的社会学概念，如“绝对贫穷”与“相对贫穷”，而非顺着课程去光作“表

扬”。

时机合适时，他亦会让同学去汇报有关文化习俗传承、历史保育的议题，尽量令课程更多元化。例如他曾

让学生汇报香港的各种历史建筑，并讲述建筑与昔日香港社会的关系。他忆起，有学生汇报赤柱军人坟

场，提及到香港殖民年代，以及日战时期的种种事迹。“你不想我讲香港的殖民时期，我便间接让学生自己

找资料，自己找出当年的来龙去脉。”他说。“这些空间就是要看老师会不会在夹缝中，多加一点东西。”

看着身边有同事在通识科“杀科”后辞职、移民，余子游则选择了留下。“我们这些留下的人，可以做很微弱

的光，也要做下去。希望在这环境下依然有一点的光，让学生可以看到方向，继续行下去。”

“你可以守护到你的学生，那你守护得到自己的小朋友吗？”余子游的太太叩问。当时他哑口无言，深知老

师和同学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影响，但“自己并没有主导权”。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273717/%E3%80%90%E5%85%AC%E6%B0%91%E7%A7%91%E3%80%91%E6%95%99%E5%9C%8B%E5%AE%89%E6%B3%95%E3%80%8C%E7%85%A7%E8%AE%80%E6%95%99%E6%9D%90%E3%80%8D%E5%88%97%E4%B8%8D%E7%95%B6%E6%95%99%E5%AD%B8%E4%BE%8B%E5%AD%90%E3%80%80%E6%95%99%E8%82%B2%E5%B1%80%E5%88%86%E4%BA%AB%E6%9C%83%E7%B1%B2%E6%85%8E%E9%81%B8%E6%85%8B%E5%BA%A6%E6%AD%A3%E9%9D%A2%E6%95%99%E5%B8%AB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20606/s00001/1654453099032/%E5%9C%96%E6%9B%B8%E9%A4%A8%E4%B8%BB%E4%BB%BB%E3%80%8C%E7%84%9A%E6%9B%B8%E3%80%8D%E6%84%9F%E5%BF%83%E7%97%9B-%E6%83%9F%E7%9D%B9%E5%90%8C%E8%A1%8C%E9%87%98%E7%89%8C%E6%93%94%E6%86%82


余子游作为天主教教区老师，他想孩子知道真、善、美和良知是绝对的概念，不会有灰色地带。这是他作为家长、老师的底线。摄：
Nasha Chan/端传媒

每逢傍晚6时半，电视播放爱国宣传广告，他两个3岁和5岁的儿子，就会自动自觉走到电视机前唱国歌，

同时亦会背诵播放国歌时的每个画面，“地铁、乒乓球、单车，熟到不用看也记得。”他指儿子幼稚园的立

场很“红”，“教育局建议幼稚园今年1月1日起要定时升国旗，它一早就自发做了。永远做多不做少。”

余子游很清楚孩子将来要接受一系列的国民教育。但他从没有打算向孩子灌输自己的立场，生怕他在校成

为异类。他最担心并非孩子的意见跟老师对立，而是担心他身边的同学成为无形的监察者。“要规定升旗、

上湾区参观，学校至少会告诉你、出通告知会你。但小朋友之间的对话哪有记录？”

他观察到现时政府在创造告密的氛围，担心若孩子不够爱国，会被同学欺凌、告发。如同独立电影《十

年》中的其中一个单元〈本地蛋〉——孩子被培育成政府的爪牙，把不够爱国者视为敌人。“这样正令两群

人（政见对立的人）水火不容，将磨灭香港社会的明天。”

在这个时代下教育小朋友，家长皆是摸石过河。余子游不想做怪兽家长，事事挑战老师，因为终究只会使

孩子左右为难。他暂时的策略，是让孩子看得更广、更多，希望即使别人把情绪和价值观强加于他们身

上，也不会占据他们的脑袋。“不用灌轮自己的立场，亦能把他人强加的思想‘沟淡’（淡化）。”他解释。

那么，他接受到未来孩子与自己的理念、政治立场不一吗？他下意识回道，会尊重孩子的自主。他曾带大

儿子到维园六四集会，想下一代对这件历史事件有所认知。他预想，将来小朋友可能不再去六四集会，觉

得事不关己，或觉得“大中华胶”，但他也认为不大问题，“他有认识过、体会过，然后自己判断就可以

了。”



了。

作为天主教教区老师，他想孩子知道真、善、美和良知是绝对的概念，不会有灰色地带。这是他作为家

长、老师的底线。

阿茵（化名）的女儿现时小学六年级，就读公立学校。她指“公立小学的老师会‘守规距’一点，会少有反对政府的声音。女儿能听到的
意见又窄了一点。”摄：Nasha Chan/端传媒

越级成长的一代 


“做特首是否必定被市民骂？”


“为什么哥哥姐姐要上街游行？”


“为甚么他们要掉气油弹？” 


46岁的阿茵（化名）有两个孩子，女儿就读小六，儿子就读中三。小孩喜欢每事问，特别是2019年反修

例运动期间，在新闻报导上看到更多警方与示威者的冲突场面，每天都会询问阿茵各种政治问题。

阿茵会与子女逐一讨论，并让他们多看电视新闻、听收音机，尽力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她指，子女的理解

能力随年龄上升，他们对新闻、政治有更切实感受，“会愤怒，会对政府不满，”她说，“做家长的，便容许

家里成为开放的空间让他们畅谈，不能封锁他们发泄的途径。”



透过孩子亲身的体验，阿茵尝试早一点把良知放在小朋友心中，早点知道有些事黑白分明，“个人正气一

点”。所以从子女读小学起，阿茵会带他们到六四集会，让孩子体会到公开讨论六四是“很平静的事”。掌权

的人一步步想要清洗六四的痕迹，如以防疫为由封锁维多利亚公园、不批准支联会举办六四集会，和移走

代表悼念六四和民主自由的雕塑等，阿茵亦不想孩子把悼念六四当作禁忌。

她指中国境内有些人30年没谈政治，即使给他们机会，他们也不讲了，“令你把红线内化，一碰到政治就说

不讲不讲、食饭啦。”阿茵不希望在未来的香港体验到中国的现况，也苦中作乐，笑言“可能未来我们都老

人痴呆，要靠下一代留着真相。”

阿茵相信，让小朋友接触、理解政治，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儿子告诉她，上生活与社会课时，老师会告诉学生内容是教程要求，必定要教，并提醒学生听书时要自己

做分析和筛选，不要把课堂内容“全吞下肚”。儿子苦笑回应“这个老师很好啦，至少他会提我们想清想

楚。”考试时，若有些问题与孩子自身的价值观相冲，阿茵会叫儿子“讲大话”，但心里要记着自己确信的一

套。她坦言“现在其实老师或是学生都会‘精神错乱’，但时代如此，只能挨过去。”

香港的新一代年纪小小，便要学懂圆滑做人，提早削去棱角，方能带着信念生存下去。阿茵感叹，“亲眼看

着孩子提早失去童年”。2019年，她带着孩子上街游行，一次向游行人士送水时，前方突然施放了催泪

弹，烽烟四起。有年轻人看到有小朋友，特意从前方踏单车回头，为阿茵和子女送上口罩，着他们“小

心”、“尽量不要上前”。

小朋友亲身体验过这一幕，回家便思考“哥哥姐姐很好，又不是打家劫舍，为什么要被警察打？”读小学的

孩子们遇上了一个无数大人也想不通的问题。



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前，阿茵（化名）指子女会很冲动、很情绪化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见。但经过2019年，孩子学懂了聆
听，会停下来思考别人的说话，再作评论及反驳。“小朋友不会白白把资讯吞下肚。”她说。摄：Nasha Chan/端传媒

阿茵回想起自己童年，于80至90年代的“黄金时期”渡过，“跟他们差很远，我们没有功课上的压力，亦不

需要担心生计。不怕说错话，在学校能够畅所欲言，不会分颜色（政治立场）。但到现在，小朋友生活很

多掣肘。”

看到子女近年成熟了许多，阿茵却感到唏嘘。子女说起敏感议题时，懂得要转弯抹角；小学时便要学懂如

何面对政见不同的朋友，甚或如何与他们告别；谈到移民时，他们要思考应否离开自己的家，到别的国家

度过余下几十年的人生。

她感叹，“被时代逼着去成长，是很惨的事。小朋友应该有小朋友的生活，他们提早失去了。” 


对大学生Martin（化名）而言，探索政治是他自小的兴趣。他人生第一件求父母买的东西，是一本台湾的

选举杂志。“我小学的时候已经很喜欢政治，觉得人们这样拉票、造势，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由小六到现在，Martin有近9年时间担任辩论队成员，生活与时事、政治密不可分。他在大学选读政治学

与法学，想更深入地研究司法制度和各地的政治状况。

谈及政治对他的影响时，他稍稍思索，把想法有条不紊地归纳为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宏观而言，他认为政

治让他能更通透地观察社会。“对于政府的政策，我相信九成的市民都是建木不见林，只看到政策，但不会

思考为何政策会出现。”他补充，“若熟悉政治，就会知道政策是各方势力在背后博弈、妥协的结果，能更

易预想政府的下一步。”

微观而言，他相信政治学能应用于生活之中，“例如讨论不同情况下，自主权或是公共利益何者更重要”，

让他更容易设身处地理解不同立场背后，蕴藏着的价值观。“生活很多面向也跟政治有关。”他说。

但现在的中、小学生未必能如Martin般，在学业生涯之中广泛地接触政治。偶然与中学师弟交谈时，

Martin发现辩论的题目不如以往多元化。回想起他就读中二时，学校举办师生辩论赛，曾公开讨论港独议

题；过往亦曾在各辩论场上讨论社会事件 罢课 暴力抗争的利弊 “现在这些议题没有讨论空间 一触碰



题；过往亦曾在各辩论场上讨论社会事件、罢课、暴力抗争的利弊。 现在这些议题没有讨论空间， 触碰

到暴力就一定政治不正确，一定会被秋后算帐。”他无奈道。

对于辩论的空间收窄，Martin仍保持乐观。虽然辩论队员不能讨论香港脉络下较为激进的理念及抗争手

段，但仍可探讨外国的情况，“例如委内瑞拉和缅甸的政变、柬埔寨的示威。关于民主、自由的讨论依然存

在。”

Martin最深刻的辩题正是围绕当时美国的时事，探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兴建“美墨围墙”的利弊。当时香港

舆论下，大部分人都只当“美墨围墙”为玩笑，21世纪筑建围墙可谓无稽之谈。但Martin与队友要为比赛找

资料，研究围墙的功能、筑建方式、耐火程度等，更对美国南部基层人民的辛酸加深了体会。

即使辩题与本港政制无关，Martin相信辩论本身就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学会挑战一些常理”。而辩论

有时候会抽到不是自己所信的立场，能逼使辩员换位思考，吸收各方的论证与论据。

敏捷、清醒的脑袋，是终究拿不走。 


Martin指，香港人近年对司法界的信心大幅下降。自己亦相信“十年，或二十年后，司法覆核的制度会从香港消失。”摄：Nasha

Chan/端传媒



找一个应变方法生活下去 


Martin是2020年的文凭试考生，当时历史科其中一条题目为“‘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

弊。’你是否同意此说？”试后被指参考资料片面，提问用语亦欠全面，题目最终被考评局取消。

他认为公民科样本试卷中，关于国安法的题目，比2020年取消的文凭试历史科题目更偏颇、更有引导性，

“资料也颇明显，引你答国安法一定完全冇问题。”他说。“公民科就是想你熟悉及支持中国大陆的政策，而

不是熟悉并全面地考虑（利弊）。”

Martin两年前早考过文凭试，公民科的试卷看过一次后便可以置诸脑后。但对新一代学生而言，与公民科

的拉锯才刚开始。

通识科遭“杀科”后，意兴阑珊的Emma并没有放弃公民科。不足一年，她渐渐学习到如何巧妙地凌驾它。

她掌握了评分标准，每一题也用上相似的用字，例如“令香港与中国的连系更紧密”，作答时根本毋须多

想。她更笑言“随便在政府新闻稿抽些字眼作答，也能得分。”结果，她公民科的中期考试成绩比以往通识

科成绩好。

“就算不愿意读（公民科），也至少要在文凭试合格，未来才能够给自己更多选择。”她无奈道。


